











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含恨而逝的灵魂纷纷从病床上腾空而去，我以为这个话剧正是这样从
滞重的“现实主义”里“轻盈”地跑了出来，三次死亡，两个男人灵魂脱壳，
唯独女人没有。一封“无名地址”发来的信件成为戏剧矛盾最终解决的方案，
它是戏剧戛然而止的一个编剧手法，但也是很无奈的手法，虽然，那封信是以
“回信”的名义邮寄而来，但它并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普列汉诺夫的
“没有地址的信”，而是大有来头，或许，它就来自于观众席上的某一处。  
 
